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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台灣人的國族認同

──以台中「東亞共榮協會」之發展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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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30年代，台灣人組織的各類運動團體都被官方取締而解散，民族運動逐漸沉寂下來。但是在1933年12月，台中地區竟突然出現了「東亞共榮協會」，此一團體過去被認為是右翼運動之組織，其影響力有限，評價也不高。透過最近出版的林獻堂日記解讀後發現，共榮協會並非右翼團體，而是被右翼團體所激發出來的地方組織，其目標是促進台日民族之和睦。從實際效用來看，殖民政府透過此一團體運作所醞釀的和諧氣氛，達成以實施地方自治選舉交換停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目標。因此，該會基本上可以定位為，殖民統治者為瓦解台灣抗日民族運動陣營而創設的緩衝裝置。

    共榮協會是由台日雙方地方有力人士所組成，雙方主要幹部對「內台融和」與「日華親善」理念都抱持一定的想像。1936年之後，在軍部強勢干政之下，台灣人被迫展現愛國之言行，「內台融和」與「日華親善」之理念徹底幻滅，共榮協會也被迫解散。從共榮協會的設立宗旨與內部紛爭可以看出，當時台灣知識分子在國族認同上的苦惱。因為，在中日戰爭前夕，漢民族的台灣人對中國還存有文化與血緣上的認同，但是又被迫必須表示對日本殖民母國的效忠，夾在兩國之間的台灣人在國族認同上出現很大的困擾。透過東亞共榮協會相關之研究，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台灣人「國族認同」之問題，獲得更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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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aiwanese during the 1930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in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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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1930s, all kind of Taiwanese organizations were dissolv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ational movement also gradually faded away, however, an organization call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emerged in Taichung in December 1933. Many thought it was a right-wing organization only had a limited influence, therefore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it. 

The recent publication of the Lin Hsien-tang journal disclosed that this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wasn’t a right-wing organization but a regional party for the purpose of strengthen the friendship between Taiwanese and Japanese. Through this association,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kept the harmony between the Taiwanese and the Japanese to reach the goal of having a local self-government election to quiet the petition of forming a Taiwan parliament. Therefore, from its function, we can position this association as a buffer organization created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to disintegrate the Taiwan people activity to against Jap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was organized by prominent people from both Japan and Taiwan with two common objectives – strengthen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R.O.C. and increasing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The two political ideals, however, were destroyed completely after 1936 under th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that demanded all Taiwanese to demonstrate their patriotism. Consequentl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was forced to dissolve. Nevertheless, this association’s objectives and its internal conflicts also reflected the national identity dilemma existing among the more educated Taiwanese.

Prior to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Han Taiwanese-Chinese felt connected to the mainland China due to sharing the same culture and ethnic background, but under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ey must show their loyalty toward Japan. Because Taiwanese situ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two countries, the nation identity was a big issue among them. More in depth study and research in rega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should shed more light on the Taiwanese nation identity issue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Keywords: The Common prosperity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 Friendship between Japan and ROC, Integra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Taiwanese, Nation Identity, Lin Hsien-tang.
一、前言
    1930年代，隨著東亞的國際情勢出現重大的變化，日本的殖民統治政策也開始逐步調整。針對這個時代的東亞局勢，日本學者松浦正孝認為，「台灣要因」是中日關係發展之重要變數。
相對地，中日兩國關係的變化當然也影響台灣社會，但這方面的問題卻仍未見任何深入的探討。換言之，台灣人因此，本文試圖探討1930年代中日爆發全面戰爭前夕，其思想狀況如何？台灣社會菁英採取何種行動？其動向對中日關係是否產生某種影響等。透過這個角度的觀察，希望也能更深入了解同時代東亞地區的變局與台灣社之會變遷。進一步則是要聚焦探討，在中日兩國關係逐漸惡化的情勢下，台灣人夾在祖國與母國之間的「國族認同」
出現何種變化。
    1930年代初期，日本展露在中國大陸擴張的野心之後，開始大力提倡所為「大亞細亞主義」。
這時台灣島內最值得注意的呼應團體，應該是「東亞共榮協會」。這是1933年12月29日由居住在台中的日本人與台灣人所成立的一個地方性團體，但卻誇張地以「東亞共榮」為號召。該團體主要的台灣人成員，包括陳炘、楊肇嘉、葉榮鐘等，都是由地主資產階級主導的抗日團體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之幹部。但因該團體被視為大亞細亞主義抬頭下的產物，總督府警察機關將它列為右翼運動團體之一。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國內軍部勢力抬頭以及大亞細亞主義擴散來看，出現標榜「東亞共榮」的團體並非怪事。然而，同年成立於東京的「大亞細亞協會」，早已準備在台北成立該會之「台灣支部」，為何台中還要設立同一類型的團體呢？兩個團體理念有何差異？或者兩者具有何種競合關係？若能重新釐清東亞共榮協會之興衰歷程，相信必能更深入了解1930年代台灣內外政治社會情勢之發展，同時也能藉此討論當時台灣人的國族相關的問題。
    有關東亞共協會的史料不多，除了《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三）》所留下的紀錄之外，葉榮鐘的日記與張深切的回憶錄提供當事人的觀點，連溫卿的著作則提出批判性的論述。近年來的研究成果之中，較重要的還有研究葉榮鐘之碩士論，以及台灣地主資產階級抗日民族思想之論文等。
除此之外，目前要探討東亞共榮協會之相關問題，當時《台灣日日新報》之報導與新出版的林獻堂日記
應該是最重要史料。林獻堂（1881～1956）是清代台灣地方豪族霧峰林家的領導人，也是地主資產階級抗日民族運動的核心人物。藉由他的聲望，集合了眾多台灣知識分子，相對地總督府也將他視為拉攏的主要對象，因此其日記中留下與各界人士廣泛交往的紀錄。林獻堂是殖民地時代台灣社會菁英的中心人物，戰後他為了抗議國民黨政府的統治，1949年前往日本，1956年客死東京。
本文之研究主題，除了運用東亞共榮協會之相關資料外，主要就是透過解讀林獻堂日記，以釐清協會真實的運作情況，並重新檢討該團體之歷史定位與部分台灣知識分子國族認同上之困境。

二、台灣知識分子想像的「東亞共榮」
    1931年1月林獻堂辭去台灣民眾黨顧問之職，因為民眾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黨員不得跨黨，而他已於前一年加入新成立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滿民眾黨修改綱領，將原本主張的民族解放運動，改為強調階級鬥爭之路線。
林獻堂這項行動，代表台灣抗日民族運動的分裂，也象徵以台中地區為核心的本土地主資產階級在政治運動上的退卻。

    1930年代，隨著時局的變化，台灣地主資產階級要求為何呢？1931年2月6日，林獻堂會見新任總督府總務長官高橋時雄，提出以下幾項相當具體的改革要求：一，實現地方自治；二，增設初級中等學校；三，嘉南大圳負擔過重，人民不堪其苦；四，廢除青果會社荷受組合搾取機關；五，批准台灣新民報社發行日刊；六，保障大東信託會社合法經營。
這幾項要求涵蓋了政治、經濟與教育文化等各層面，往後幾年間部分訴求獲得實現，但同時也付出相當的代價。例如，1935年地方自治選舉的實施，相對地是被迫停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核准日刊新聞與增設教育機關，隨之而來的是國語（日語）普及的要求，以及新聞漢文欄與漢文教育的廢止。經濟方面的壓迫更是有增無減，農民的生活並未獲得改善，尤其是米穀統制問題方面，總督府採行各種措施企圖壓低稻米價格，對地主階級的打擊甚大。大東信託的經營方面，雖然最後獲得信託法的保障，但是到了戰爭末期還是被官方所併吞。儘管如此，在這段表面溫和實為激烈的抗爭時期，地主資產階級的理念與行動
，仍然得我們深入探討。

    1932年1月9日，地主資產階級長期以來爭取《台灣新民報》發行日刊的要求，終於獲得許可。
新民報社經營相當困難，長期處於虧損狀態，林獻堂發行日刊前就已辭去社長之職僅擔任顧問，但他對獲准發行日刊還是相當高興，忙的不亦樂乎，但更重要的事應該是年初霧峰「一新會」的成立。一新會是由林獻堂長子林攀龍發起之文化團體，其具體目標：「在促進霧峰庄內之文化而廣佈清新之氣於外，使漸即自治之精神，以期新台灣文化之建設。」基於如此崇高的理想，一新會展開為期五年多相當充實的文化活動。
一新會的文化啟蒙活動才是林獻堂樂於從事的事業，但時代的變化卻不容許他隱逸於鄉間，沉醉於自己的理想，在統治者要求下，還必須隨時挺身出來配合演出。1932年5月，日本國內發生五一五事件，事件後內閣改組，由齋藤實擔任首相，而台灣總督也改由中川健藏出任。7月4日，林獻堂會見中川總督時，第一件事就是辭退府評議員之職務，表達不願被誤解為御用紳士，結果卻受到總督府強力的慰留，由此可知他在殖民統治象徵性上之重要。

    林獻堂是日本殖民統治成敗的指標性人物，殖民統治者雖然保障他的身分與財產，但相對地也要他的協力。如果像他這種代表性的士紳都起來徹底抵抗，等於代表殖民統治之失敗。地主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林獻堂，實際上也是帶領1920年代的台灣民族運動的中心人物，對台灣人意識的提升有一定的貢獻，當然他也不忘隨時注意保護自己的身分地位。總而言之，他不是御用紳士，也不是典型的抗日英雄。1930年代，他致力於維持自己家族經濟勢力與社會地位之餘，也積極投入大東信託會社與台灣新民報社的經營，同時也參加一些公眾團體的活動。包括前述地方性的霧峰庄一新會、全島性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及台中州內的東亞共榮協會。如前所述，一新會是以霧峰林家為中心的地方層級文化啟蒙團體，對於漢文教育與女性教育特別重視。而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則是為了對抗左傾化的政治社會運動，由地主資產階級組成的政治團體，其運動目標主要集中於實現地方自治，在台灣抗日運動史上的定位已經相當明確。
與前兩者比較起來，東亞共榮協會雖然也有部分研究，但真實的面貌還是沒有被完全釐清。

    左翼抗日團體領導人連溫卿對於林獻堂一派所展開的民族運動，抱持批判的態度。他認為東亞共榮協會是由台中州知事竹內豐次所促成，與大亞細亞協會之理念相同，屬於官方的御用團體。實際上，這樣的認知並非完全正確。
1933年3月，「大亞細亞協會」以松井石根為中心在東京成立後，在亞洲與中國大陸各地分別成立分會。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該會之宗旨為：「促進皇國與亞細亞諸國相互親和、普及皇國文化，並增進指導扶助關係，以實現全亞細亞化為一體之亞細亞聯盟」。
松井石根隨後出任台灣軍司令官，來台後即積極籌設台灣支部。1934年1月6日，舉行台灣支部成立大會，當天總督發表賀詞，其他多位官員與知名人士也都親臨會場祝賀，從幹部名單與成立大會的盛況可知其勢力之龐大。

    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籌備期間，台中地區人士也開始關注大亞細亞主義之運動，其中開業醫師宮原武熊最為積極。1933年12月間，他在私下的聚會中向地方自治聯盟幹部陳炘提議，在大亞細亞主義運動潮流下，日台人應共同組織一個亞細亞聯盟。陳炘認為，當前應該要以「內台融和」為基礎工作，兩人討論之後決定召開座談會進行討論。此後，繼續召開了幾次座談會討論，大家一致同意有必要組織一個促進東亞民族融合之團體。接著再經過幾次的籌備會之規劃，終於在12月29日在台中市公會堂舉行「東亞共榮協會」之成立大會。共榮會的幹部全都是台中州地方官員與各界代表性人物，因此可以說是一個地方團體，而非全島性的組織。
但是，根據警察機關的紀錄，該團體有明顯有對抗「大亞細亞協會台灣支部」之意味。然而，當時擔任州知事竹下豐次則在回憶錄中留下以下感言：「運動展開之後，以松井石根大將為中心之大東亞協會（大亞細亞協會之誤），透過其他人要求兩團體合併。他們的團體明顯是軍國主義的團體，我們則是純粹的協和運動團體，兩者不合之處甚多，因此就婉轉地拒絕了。」

    另外根據蔡培火之日記，他碰到大亞細亞協會本部幹部時，也曾經向對方提出以下兩點之質疑：「一，日本之皇室乃儒教理想之實現，然君等欲加以宗教之要素，於主義實行上恐非得策。二，君等既以政黨為利權中心之輩，極力排擊，何以台北之貴會支部專以所謂御用紳士者流立為幹部？」
聽到蔡培火報告上述質疑後，林獻堂在日記中指出，該協會最大的問題在於：「內台不能融和，何能日華親善」。

    林獻堂認為，共榮協會是一個為促使內台人融和與日華親善之團體。
因此，當他看到該協會成立前規約草案中出現：「以日本精神為基礎，……」之時，他立即表示文句不妥，必須加以修改。
他認為這段文字將會引起中國人反感，建議改為「以共存共榮之精神為基礎」。
從上述這段文字費心的斟酌，可以讓我們體會到，這個時代台灣知識分子似乎非常敏感。台灣人在面對大亞細亞主義運動的主張時，顯然無法當面回絕，而是設法在妥協回應中，苦心爭取迴旋的空間。當時台灣知識分子認為，日華親善不僅帶來東亞和平，也可提供台灣人擔任日華兩國橋樑之機會。這應該是台灣人參與大亞細亞主義團體時，共同抱持的一種幻想。
三、東亞共榮協會之活動與內部紛爭
　　1933年12月29日東亞共榮協會舉行成立大會後，開始積極展開宣傳活動。從成立到1936年存續的兩年十個月期間，主要都是舉辨一些演講會或座談會。東亞共榮協會成立後第一場活動是，1934年2月10日舉行的演講會，當天晚上七點在台中公會堂舉行，聽眾約二百餘人。會中宣佈，該會隨後將巡迴台中州內彰化、員林、豐原等各主要都市，舉辨演講會之活動，以宣傳大亞細亞主義與內台融和之理念。
除了在台中州境舉辨內台融和之演講會，該會也招募會員成立支部組織。根據統計，到1934年底為止，州內13個郡市皆設立支部，會員數達萬餘人，支部成立時間與會員數如下表：

　   表一：東亞共榮會支部資料表

	支部名稱
	成立年月日
	會員人數

	南投郡支部
	1934年5月6日
	1,300


	大屯郡支部
	1934年5月13日
	 800

	北斗郡支部
	1934年6月17日
	 700

	員林郡支部
	1934年6月22日
	1,300

	台中市支部
	1934年8月4日
	5,000

	彰化郡支部
	1934年8月14日
	 600

	大甲郡支部
	1934年8月30日
	 500

	彰化市支部
	1934年9月17日
	 900

	新高郡支部
	1934年9月30日
	 400

	竹山郡支部
	1934年11月5日
	 200

	東勢郡支部
	1934年11月23日
	 500

	豐原郡支部
	1934年11月24日
	3,000

	能高郡支部
	1934年12月9日
	 600


    資料來源：連溫卿《台灣政治運動史》（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年），頁264。

    共榮協會員的人數似乎不少，但協會本部與支部活動並無特別之處。1935年7月10日左右，協會本部曾經一度改組，加賀龍夫、渡部彌憶兩位律師被選為委員。此外，這一年協會最重要的活動是，9月28日舉行第一次大會。大會在台中公會堂舉行，首先進行青年部結成式，接著開大會，除文教局長、州知事、林獻堂等發表祝辭談話外，也接獲兒玉拓務大臣、中川總督等賀電。
這次大會應該是協會成立以來的一大盛事，但正如後敘，因內部紛爭不斷擴大，組織的活動逐漸趨於沉寂。
    共榮協會的成立有賴霧峰林家為核心的台中州地主資產階級之支持，而林獻堂本人是最重要的財務捐助者。協會成立之初，事務所設在台中地主資產階級所有的中州俱樂部之內，1934年4月間才遷移至大東信託會社樓上，會務交由負責自治聯盟事務的葉榮鐘兼辦，直到同年11月18日協會找到固定事務所，才從大東信託遷出，隨後不久機關誌《台中新報》（週刊）也正式發行。
這份刊物在1934年12月2日創刊，主要負責人為葉榮鐘，最初擔任漢文欄主編，雜誌編輯室在大東信託樓上，此時張深切也參與編務。1935年6月《台中新報》改名《東亞新報》，改名後該刊可能是為了節省印刷經費，將雜誌交由台灣新民報社在台北印刷。隨著這樣的變動，葉榮鐘調任台北分社長，台中本社的編輯工作則交由張深切負責。
東亞共榮協會是台中州內地方團體，但是機關誌《東亞新報》的發行範圍並非僅限於台中州，而是遍及全島。
刊物的發行應該與協會的活動相同，都持續到1936年10月才停止。

    共榮協會最值得關注的焦點，應該是內部紛爭不斷之問題。該會主張「內台融和」，然而一開始內、台人之衝突就不斷地發生，這一點不僅突顯了殖民統治的矛盾，也暴露了大亞細亞主義口號之虛妄。根據竹下知事回憶錄可知，大致上共榮協會內部紛爭包括：第一，日人內部的衝突，以宮原武熊為代表的一方，較強調內台之間的平等關係；另一方人數較多的一群人，較強調皇國歷史文化的優越性，要求台灣人應致力於日本化。兩派之中宮原方面獲得台灣人背後有發起人竹下知事強力之支持，因此宮原遭到對方強烈的攻擊，認為他出賣國家民族，故雙方尚能維持勢均力敵的情勢。這種對立，在1935年初竹下知事轉任關東州長官之後更趨惡化，以致該會幾乎從「內台融和」演變為「內台對抗」團體。

    第二，台灣人內部也出現陳炘與楊肇嘉兩人的不和，對立的原因主要應該在於兩人對是否要積極參與此一團體，意見並不一致。楊肇嘉負責主持地方自治聯盟，不會相信共榮協會的「內台融和」口號，因此對會務似乎抱持相當消極的態度。相對地，陳炘基於與宮原的友誼，以及為爭取信託法實施以保障大東信託經營，顯得比較願意投入共榮協會的會務。由於兩人的嚴重對立，造成葉榮鐘與彭華英也捲入紛爭，並造成《台中新報》的經營出現諸多問題。

    實際上，林獻堂主要只在提供共榮協會營運資金，對於內部紛爭一直扮演旁觀者的角色。因而在日記中，對於在台日本人驕傲的嘴臉、台灣人對時局的迷惘，甚至日本本國官員、朝鮮人與印度人的建言，都留下關鍵的紀錄，由此讓我們更清楚的認識所謂「內台融和」與「日華親善」的問題點。1934年1月12日協會成立不久，林獻堂拜會中川總督，此行主要的目的在於要求許可台灣新民報發行「夕刊」（晚報）及儘早實施信託法，當雙方談論到大亞細亞協會與東亞共榮會時，中川總督明確地表示：「台灣人定必先認為日本人方可言及東亞，不然捨本逐末實為不可。」

    這一句話等於是當頭棒喝，此時林獻堂應該非常清楚自己的處境。同年3月3日，協會幹部有一場接受竹下知事招待之聚會，林獻堂日記中記載：「竹下熱心為東亞共榮協會內台人親善之主旨，極力說明其必要，及述及天皇對他及中川總督、阿部軍司令官下問內台共婚之事，末言為東亞平和團結諸民族以抗歐美之侵略，滔滔雄辯約五十分間之久。」隨後，宮原呼籲大家為共榮協會努力，接著台中開業律師小室興說，日本有三千年歷史請勿忘卻，其意等於是說日本人不可自貶身價與台灣人同等。因此，黃朝清起來反駁他的說法。
從這段爭辯，大致可以看出雙方想法之差距。
3月18日，林獻堂準備前往東京，陳炘辦餞別之筵，日記上記載：「席間問炘東亞共榮會之指導原理。炘言『日本精神之顯揚及國民資格之完成』以作指導原理，滔滔不竭說明以此原理而改造教育，排除經濟的、政治的不平等之待遇云云。」
在此無法判斷林獻堂是感到震驚，還是有其他的想法。但至少我們可以知道，陳炘似乎深信自己是在主持一個爭取「平等待遇」的團體。

    林獻堂到東京之後，會見與台灣相關的各方人士，3月30日岩波茂雄介紹亡命日本印度革命家Rash Behari Bose及朝鮮人朴錫胤與其認識，雙方經過幾次交往暢談時局交換意見，4月11日林獻堂離開東京前宴請兩人，日記中寫下感言：「印度、朝鮮、台灣三弱小民族聚會，其感情無異同患難之兄弟，談吐皆無隱藏。」透過Bose之介紹，林獻堂在3月31日會見了安岡正篤，會談內容日記上記載：「安岡言柳綠花紅各盡其性，是王道主義。ボース請余言意見。余謂現時所標榜之王道皆是懸羊頭賣狗肉，日本以武力侵中國為利益，何有王道哉。安岡云若有人而為之，亦未嘗無益也。」最後林獻堂在宴會上作一首詩：「志士仁人會一時，暢談不問夜何期。從兹東亞和平日，四海同胞喜可知。」

    接著，在4月4日，林獻堂與蔡培火前往東京帝大教室拜訪矢內原忠雄，雙方談話內容記載如下：「問安岡正篤之思想如何。他頗不滿，謂其為右傾思想之第二線人物。培火述朴錫胤批評其所著之《滿州問題》，立論無徹底，又言朴聞石原大佐之言曰除天皇以外日本國民當對中國國民謝罪。矢內原聞之大怒，謂石原是計畫佔滿洲之張本人，他當先切腹。余觀此一怒甚為感動。」

從以上的紀錄發現，林獻堂對時局充分認識，他站在此一制高點上，清楚地認識到推動日華親善與追求東亞和平之困難。回台之後，4月25日，他在蔡培火與陳炘的敦促下，講師與題目分別為：高田中將「非常時政治及台灣」、高鍋和尚「殖民地政治及教育問題」。對演講內容日記中如下記載：「到公會堂，適高鍋講日本得朝鮮、滿洲、台灣非侵略也，日俄之戰為保全支那被瓜分，國民當尊敬皇室，基督教生徒不拜神社當嚴重取置云云。」
這一段歷史認識與強調尊敬皇室及拜神社之發言，宛如暴風雨侵襲前夕的徵兆。此後，內台融和的口號失去號召力，種種跡象顯示，這時殖民統治體制已開始出現變化。

四、「祖國事件」與東亞共榮協會的瓦解
　　1935年日本統治台灣滿40週年，10月間舉辨了盛大的博覽會，接著又舉辦第一次地方選舉。博覽會開幕時，拓務省長官永井柳太郎親自到台參加，林獻堂參加歡迎會後日記上記載：「永井謝辭謂，台灣之發達能如是之速者有三點焉：一，以一視同仁之施設；二，同文同種密切之關係；三，為母國人滿，不得不急於施設；結論言非日支滿三國聯合，不能保東洋之平和，然台灣實大有關係焉。」
在這殖民統治者志得意滿，看似平順的一年，實際上已到戰爭爆發的前夕，日日本的台灣統治已進入下坡階段。1935年1月竹下知事調任關東州長官，日下辰太繼任州知事，這項人事更迭讓共榮協會失去最重要的支柱。到了年底，有許多徵兆已讓人感受到時局的變化，以及日下知事對協會的不滿。

    例如。同年12月24日《東亞新報》編輯張深切向林獻堂請求發表「感想與希望」，以便刊載於元旦發行之刊物上，他在日記上寫道：「余之感想與希望，若實說則恐觸當局之忌諱，若普通敷衍則無殊意味，於是拒絕其所請。」
12月25日林獻堂會見知事後，記載其發言如下：「日下言此回之選舉，殊不解選舉人之心理。次言自治聯盟之要求完全自治，以現在之民度觀之，實為太過。次言東亞共榮協會宗旨雖好，而有力者不參加（內地人），他之不能積極幫助，此為第一之理由。內台融和是官廳所當為之事，不必有共榮會然後盡力也。此後東亞共榮協會若欲發達非改組不可，或從別方面而作融和之事云云。」
這一段話不但否決地方自治聯盟的全面普選的主張，也否定了共榮協會的價值。聽到這段晴天霹靂的發言，林獻堂大為緊張，隨後兩天不斷告知並徵詢周邊人員意見，還特別警告陳炘，協會之事必須做最壞的打算。

    時間進入最關鍵的1936年。年初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讓各界震驚不已。事件爆發後兩天的2月28日，林獻堂與五弟階堂、次子猶龍等，參加台灣新民報社主辦之華南考察團，前往廈門、福州、汕頭、香港、廣東、上海各地參訪，考察行程直到4月16日結束返台。考察團一行人抵達上海後，林獻堂應昔日新民報社記者謝春木等人之邀請，參加華僑聯合會之歡迎會。根據報紙報導，他致詞中出現「林某歸來祖國」之言，3月21日在《上海商報》刊出發言內容。此外，他接受上海《申報》記者採訪後，報導中也出現「此次歸國」之發言。5月間，《台灣日日新報》在報紙上率先報導此事，並指控林獻堂停留上海期間出現反國體之言行。

6月17日，林獻堂與楊肇嘉等參加在台中公園舉行的「台灣始政紀念日」祝賀會後之遊園會，兩人進場後，突然有一狀漢趨前遞出名片及一份勸告文，文中表示要林氏為上海失言之事道歉，並退出一切政治活動。由於此人要求立即回答，正當林氏猶豫間，竟遭此名壯漢揮拳毆打，幸好楊肇嘉上前將此人抱住，林獻堂才得以脫身。此名壯漢為愛國政治同盟員賣間善兵衛，事發後遭台中署留置訊問，但不久即獲得釋放。

    這件事發生後，《台灣日日新報》連日報導事情的經過。原來林獻堂在外言行都在領事警察的監控之下，其上海之言行早已回報總督府。因此，回台後立即被台北憲兵隊召喚訊問。調查大致告一段落時，剛好發生前述林氏遭毆打之事。實際上，對於此次發言問題，5月21日《台灣日日新報》渡邊台中支局長就已對林氏進行的訪談，但問答紀錄直到6月21日才刊登出來。根據報導，記者問題包括質問自參加文化協會以來的政治理念，以及對同化主義與國內情勢等看法等。部份提問相當尖銳，例如：接受華僑聯合會招待是否自認為華僑？與謝春木之交情，謝目前在上海之情況如何？報紙上是以訪談紀錄刊登，實際上問話方式與警察問案無異，故擔任通譯的陳炘還插嘴反諷記者。訪談之最後，記者要求林氏要以先覺者發起提升「作為日本國民自覺」的啟蒙運動，林氏則回答說，不知「作為日本國民自覺」之標準何在？
這樣的問答，充分顯示御用新聞窮追猛打的意圖。

    為追究林獻堂的失言，6月22日在台中市民館還召開一場市民大會，參加者約50餘名，會上不但抨擊林氏發言不當，同時決議將向各單位陳情，要求必須盡快徹底去除錯誤思想之禍根。在各方壓力之下，22日林氏正式宣布辭去一切公職，包括總督府評議員、台灣地方自治聯盟顧問、東亞共榮協會顧問、台灣新民報社取締役等，總督府隔日立即受理其辭職書，並宣布24日正式解除府評議員職務。

    但是，28日《台灣日日新報》上卻出現另一則新聞質疑說，林氏既然辭退一切公職，為何完全不提霧峰一新會與附屬的讀書會、一新義塾之事。報導之記者認為，一新會是林氏與其子所發起的團體，意圖在霧峰建立一個烏托邦社會，警察機關早已將該會視為新台灣社會運動的苗床。記者也批評說，該會採用國漢文並用的教授方法，明顯違反總督府之國語普及政策。而且，該會在節日竟然不掛國旗只掛會旗，其他該會與附屬組織成立日期，也有可疑之處。因此，記者認為林氏僅辭退所有公職，卻沒有順便解散一新會，這樣的作法令人難以接受。
這樣的追蹤報導，幾乎要陷林獻堂於絕境，結果一新會雖再延續了一年，但最後還是被迫解散。

    為因應時局的變化，1936年台灣總督府開始組織「民風作興協議會」。該組織主要任務就是展開國體明徵運動、加強國語普及運動等。在殖民當局主導之下，8月8日台中州召開民風作興協議會，10月1日台中市也舉辦同樣的活動。會中之發言者，談論主題集中在如何推動使用國語、普及衛生思想之方法，其中有人認為最好是制定處罰規定。當大家討論具體實行辦法時，東亞共榮協會理事宮原武熊發言，表示反對實行辦法中必須使用皇國紀元年號之規定。這項主張提出後，許多人發言指責宮原為「非國民」，結果導致會場混亂氣氛緊張，最後實行辦法雖依原案通過，但會後這項風波卻越演越烈。

    首先，由於宮原也擔任在鄉軍人會台中分會之顧問，因此該分會立即發出聲明，表示將要求他辭去顧問一職。在報紙上接連出現批判「皇紀問題」的壓力下，9日宮原正式向分會辭職。但是，這件事並非就此告一段落。從報紙上得知，隔天10日，東亞共榮協會召開了全體委員會議，經討論後全體一致決議：為因應時局之變化，決定將協會移交給州當局接管。12日州當局發表聲明表示：今後將接管共榮協會，並讓協會與民風作興協議會合流，至此共榮協會等於徹底瓦解。
官方希望解散共榮協會的意圖，在前述1935年底日下知事與林獻堂會談中已清楚表明，但採取哪種步驟或方式尚未確定。進入1936年，因林獻堂的「祖國事件」與宮原的「皇紀問題」接續地發生，終於讓官方得以順勢將共榮協會解散。

    東亞共榮協會被州當局接管而瓦解的同時，還有一個值得關注的消息，那就是大亞細亞協會台中支部的成立。根據新聞報導，10月8日台灣大亞細亞協會台中支部獲得本部之認可後，立即延聘日下知事擔任顧問，9日幹部將前往長岡寬之私宅聚會。實際上，台灣大亞細亞協會台中支部是在同年6月28日召開成立大會，會中許多發起人包括長岡寬、二瓶源吾等，原本都是東亞共榮協會的委員，這些人轉入大亞細亞協會，象徵著雙方對抗結果由大亞細亞協會獲得最後勝利，同時也打消了部分台灣人企圖利用共榮協會爭取平等待遇的幻想。
    有關透過東亞共榮協會所展開的「內台融和」運動，竹下知事的回憶錄中有如下的描述：「後任的日下知事大致上似乎還延續我的方針，再下一任的松岡知事時代，在軍部的壓迫之下，根本無法容許這樣的團體存在。收到宮原通知，得知連招牌都無法掛出來了。」
日下知事是否延續「內台融和」之方針另當別論，透過竹下的回憶錄，我們可以確認東亞共榮會是在擁有軍部支持的大亞細亞協會壓迫下徹底地瓦解。

五、「內台融和」與「日華親善」的幻滅
對於東亞共榮協會，實際參與者張深切認為：「這個團體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形成最特殊的組織，也可以說是台日兩民族智力鬥爭最精采的一幕。」
回顧協會運作過程，我們發現最特殊的是該會是由台日雙方有力人士共同組成，其次是相當強調「內台融和」此一理念。但問題在於，怎樣才能達成「內台融和」呢？雙方各自所主張的具體辦法，應該就是「智力鬥爭」的部份吧！

從當時雙方參與者最迫切想要達到的「政治目標」來觀察。當時，殖民統治者最主要的目標是希望終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東亞共榮會最重要的支持者竹下知事就是勸說停止請願的執行者。而台灣人方面，最主要的政治目標是實現地方自治。1933年間，針對停止請願運動與實現地方自治問題，雙方早已展開熱烈的論辯。1934年下半年進入攤牌時刻，7月21日中川總督召見林獻堂，雙方會談之內容林氏之日記紀錄如下：

首先，總督提出如下之建議：「夫台灣議會之建設，蓋謀將來之獨立也。台灣之統治方針有二途，一同化，一自治，現在所行之方針為同化，切勿效非律賓、印度，先要求自治，繼謀獨立。若非日本滅亡，斷無放棄台灣之理，深望請願中止。」對於這項勸告，林獻堂回答說：「以台灣之地理、歷史、人口、經濟皆無獨立之資格，雖至愚亦知不可，余等之請台灣議會，蓋為台灣為日本南方之重鎮，總督政治是永不能廢，以總督監督之下，而建設台灣議會協贊預算，修改特別立法，豈不較勝廢總督政治而為為郡縣選代議士於中央乎。」接著，總督說：「君等初意雖非謀獨立，然其結果非至獨立不可，如小而弄火，非有焚室之意，而其結果必至被焚；況以難成之台議被人借作口實，以反對將實現之地方自治制乎。」
中川總督以上的談話，所要傳達的主旨相當明確，亦即停止請願運動交換地方自治之實現。

此次會談之外，總督府也透過各種管道傳達中止請願的勸告。面對來自多方的壓力，9月2日林獻堂在大東信託會社召開相談會，會議通知出席者73人，實際參加者29人，會議首先說明總督勸告中止請願運動之理由：「一，際此非常時之秋，當大同團結；二，勿使人誤解為獨立之運動；三，免授人反對改革地方自治制之口實。」討論結果決定停止請願，同時將徵詢各方意見後，向總督府提出「台灣統治意見書」。至此，台灣方面的妥協方案才告確定，亦即停止請願運動以爭取地方自治制之變更。9月4日，林獻堂會見竹下知事，報告決議中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事。

為何這項決議要迅速向竹下知事報告呢？竹下豐次在回憶錄中，詳細敘述他對勸告中止請願的努力，並說明這項成果對殖民統治的重要性。包括許世楷與岡本真希子等研究者，早已明確指出這項政治妥協的方案。但是，妥協過程中東亞共榮協會與竹下豐次的存在，並未受到應有的關注。事實上，竹下擔任台中州知事期間，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勸阻請願運動，他也以達成這項目標為傲。當時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政治目標出現了明顯的對立，任職州知事的竹下豐次幕後催生的共榮協會，推動促進雙方信賴或妥協的活動。
因此，我們可以將東亞共榮協會定位為殖民統治對立情勢的緩衝裝置。但是，這樣的緩衝裝置在雙方都有妥協意願時才有可能生效，當激烈衝突發生時，緩衝裝置必然會喪失功能，或是說已經不需要了。

正如前述，竹下豐次認為，共榮會的瓦解是受到軍部的壓迫才無法存續。對於能夠終結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卻無法達成「內台融和」之理想，他似乎極為感慨。1937年6月5日林獻堂赴日時，順道拜訪竹下，在日記上寫道：「訪竹下豐次氏談台灣近況，持東亞共榮協會之看板出示余，蓋由陳炘寄來也。他言必有再懸此板之一日，目眶盡紅，淒然久之。余亦感概無量。繼談右傾之跋滬〔扈〕不過暫時的而已，若長此以往，誠非日本之福也。」

兩人對於軍部壓迫問題似乎有同感，而且也都相信殖民地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界線可以跨越，但是這顯只是一種幻想。共榮協會不僅是滿足殖民統治體制下創設緩衝機制的需求，同時也提供部份積極參加者想像的空間。張深切認為共榮協會的問題是：「從表面上，未嘗不冠冕堂皇，實際上卻是吳越同舟、同床異夢，組織本身異常脆弱。」
所謂同床異夢之中，到底是指哪些不同的「夢」。如果從林獻堂日記內容分析發現，「漢文教育」正是他「大夢」。他一直堅信唯有透過依靠「漢文」，台灣人才能進一步從事促進「日華親善」之工作，甚至才有跨出殖民地，往外到華南與南洋各地發展之機會。

1934年5月25日，林獻堂會見竹下知事後，紀錄有關漢文教育的討論如下：「現在台灣人口每年增加十餘萬，將來必有人滿之患，欲解決人口問題，必使其往南支南洋發展，欲使其南支南洋發展，非識漢文不可，又日常必須亦非漢文不可。竹下言欲使學校增設漢文科有礙國語之進步，是絕對不可能，若云日常必須，暫忍耐以待國語普及可也。余言豈敢望學校增設漢文科，若能書房之認可及研究會不干涉，使二十歲以上無讀國語之人得以略識粗淺之文字，則幸甚矣。培火言為政者眼光當從大處著想，不可較此區區，以礙感情；若不時較此區區，東洋之平和則絕對無望矣。」

5月30日林獻堂會見平塚總務長官，同樣地說明了漢文素養與台灣人華南、南洋發展之關聯，但總務長官卻不認為漢文有其必要性。
林獻堂對漢文教育的主張，雖然再三被否決，但是他並未放棄。1934年12月17日，大阪每日新聞社記者大久保久雄來徵詢新年之希望，他明確地表示：「余所希望之中最重要者莫如教育，以台灣人每年增加十餘萬，若再三十年則將近千萬，必有人滿之患之一日。現時總督府盡力獎勵國語普及，為日本國民能說國語亦甚便利，若僅使人民能說國語則為統治成功是大不然。鄙意甚望當局對於島民施以實際的教育，使其能發展於南支、南洋謀生之學問，實為當務之急。」
這裡所指謀生之學問雖未明講，但無疑地是指「漢文」而言。林獻堂堅持漢文，其目的顯然是意圖保持與漢文化的聯結，以謀求台灣住民更好的發展。當時台灣的各大報都設有漢文欄，東亞共榮協會的機關誌《東亞新報》也是一份和漢文版兼具之刊物。但是，當東亞共榮協會瓦解，《東亞新報》停刊後，顯然「漢文欄」的堅持也顯得異常困難。
1936年7月27日《台灣日日新報》對於廢除報紙漢文欄討論有詳細的報導，此後廢止漢文欄呼聲高漲，這個主張很快就被落實。
1937年4月1日，林獻堂日記中寫道：「《台日》《台灣》《台南》三日刊新聞，本日起漢文廢刊，《新民報》縮小剰一面，待至六月一日亦將廢刊。極力主張漢文廢刊者荻洲參謀長也，其理由謂日本精神之涵養。現在台灣人大多數不能讀和文，欲涵養精神、灌輸文化非漢文不可，今一旦廢刊，置此輩而不顧，其倒行逆施之鹵莽如是也。聞此後將厲行禁止漢文教授，而南支、南洋謀食之具亦從此失去矣，豈不可哀哉。」
這他對堅持使用漢文徹底失敗的感嘆。同年10月一新義塾也停止教授漢文，這是他堅守漢文教育的最後陣地，義塾的棄守象徵著殖民體制進入新的階段。從東亞共榮協會的成立到解消，我們可以看到台中地區的社會菁英還抱持一些幻想。他們希望利用日本強調的東亞諸民族團結與東洋和平之概念，以改善殖民統治體制下的差別待遇。但報紙漢文欄被扼殺之後，林獻堂想跨出殖民地之侷限往華南或南洋發展的夢想破滅，連帶地其他所謂「內台融和」與「日華親善」當然就徹底幻滅。

讓台灣人幻滅的力量來自軍部，其最關鍵人物就是前述提到的台灣軍參謀長荻洲立兵。荻洲在1935年8月就任，1937年2月去職，在職期間積極介入殖民地統治的問題，他所醞釀出來尊敬皇室與愛國之氣氛，讓台灣人動輒得咎，以致台灣各地在其任期不斷出現反國體、不愛國的事件，其中以要求教會學校學生到神社參拜的問題最為嚴重。根據駒込武的研究，從1934到1936年間台灣出現一連串攻擊教會學校的舉動，包括英國長老教會創辦的台南長老教中學、台南長老教女學校，加拿大長老教會創辦的淡水中學、淡水女學院等都成為抨擊對象，發動抨擊的日本官民把這些教會學校視為「非國民」的養成所，故合力將其納入官方強力的管理統治體制之下。這件事對台灣與教會相關的人士，在精神上造成相當大的打擊。
事實上不僅長老教會系統的教會學校，1936年間其他由天主公教會學校的靜修女學校也同樣遭到撤換外籍校長納入官方管理的命運。

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之下，一般台灣的士紳也感受必須表現愛國情操的壓力。1937年初，部份殖民統治協力者就開始討論如何表達愛國的熱誠，原本想邀請林獻堂參加但未獲首肯，最後這群「愛國者」竟選定6月17日「始政紀念日」前往圓山台灣神社參拜，隨後前往總督府向小林總督與森岡長官表達感謝四十餘年治台之善政。
處於此一情勢下，前一年才遭受「祖國事件」迫害的林獻堂深感苦惱，因而他選擇5月18日離台赴日，直到1938年12月才在總督府的要求之下返台。

六、結語
經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確定東亞共榮協會不同於一般的右翼運動團體，而且應該屬於在台日本右翼團體所激發出來的組織。這個團體是以台中地區社會菁英為核心的台灣知識分子，意圖採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達成實現資產階級改革要求，以改善殖民統治壓迫的團體，但這個目標顯然是失敗了。基本上，東亞共榮協會可以定位為在殖民統治政策的轉換過程中，為醞釀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可以協商的氣氛，並達成停止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交換地方自治實施而出現的團體。因此，我們可以將這個團體視為殖民政策轉換期的緩衝裝置。如果以這個政治實用的角度來觀察，這個緩衝裝置可以說圓滿地達成其任務，但熱心投入會務的台灣知識分子則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些代價除了東亞共榮協會之外，還包括1937年間霧峰一新會、地方自治聯盟的解散，同年《台灣新民報》被迫廢止漢文欄等。進入太平洋戰爭時期之後，地主資產階級長期努力所建立的台灣新民報社與大東信託會社也都遭到兼併，一切都化為烏有。

此外，精神方面特別是國族認同方面的壓迫也相當嚴重。以林獻堂為例，他所推動的政治社會運動都是在要求殖民統治的改革，並全力促進台灣人的文化發展，以消除次等國民的差別待遇。他的漢民族意識非常明確，從他對「日華親善」問題的關心可以得知，他在國家與民族的認同上顯然存有部份模糊的地帶。但是，1936年「祖國事件」等於不允許他繼續抱持含混的態度，必須清楚表態，這樣的壓迫使他戰爭時期精神上相當苦悶。
根據林莊生的敘述，在祖國事件發生後，林獻堂與審訊的特高警察之間有以下一段令人玩味的問答。「特高問：你為什麼把我們的敵國稱為你的祖國？一旦你承認中國是你的祖國，日本就不是你的國家，你就是非國民。林答：我祖先墳墓在中國大陸，我父母所屬的國家是中國，為什麼不是我的祖國？你查一查字典，看看祖國的解釋吧！特高問：中國是你的祖國，那麼日本是你的什麼國？林答：是我的母國。特高問：中國是你祖國，日本是你的母國，現在你的母國和祖國互相為敵，那麼你應該為哪個國家盡忠才對？林答：我是祖國生，母國養，本人的地位，資產都是日本所栽培的，應該為哪一國盡忠，你不必問自己想想也會知道。」

    這樣的問答內容，應該是後人潤飾而成，但是被迫在母國與祖國之間做選擇，確實相當生動地突顯出林獻堂的歷史困境，以及當時在國族認同上受到壓迫的情境。這樣的歷史困境顯示，大亞細亞主義者提出的共存共榮等口號，只不過是強者對外侵略的藉口，弱者即使虛應其事地附和，暫且苟安於一時，終究無法長期地逃避。1936年隨著東亞共榮協會的瓦解，台灣統治機關之最高首長也從文官總督改為武官總督，台灣的殖民統治來到了一個轉折點。1937年7月中日戰爭爆發，葉榮鐘將這一年直到戰爭結束期間，稱之為「一段暴風雨時期」。
戰爭期間，台灣社會菁英只好徹底屈服不僅無法提出任何要求，甚至還被強迫表達對國家的忠誠。
    一般而言，台灣社會進入戰時體制可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31年滿洲事變之後，台灣人所受到的壓迫是政治社會運動遭到打壓而已，知識分子還有一定的發言空間；第二階段是1937年「日中戰爭」爆發後，此時是漢民族台灣人最為尷尬的時期，被要求隨時展現對國家的忠誠的言行；第三階段則是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這段時期台灣人已經沒有任何選擇，只有全面地遵照官方指示進行戰爭協力的工作，思想上更不容許有任何異議存在。

本文所探討的1930年代的前半段，此時還在暴風雨來臨的前夕，台灣人知識分子具有充分批判思考能力，也還能充分表達了自己的想法，因此面對殖民統治政策的轉換期，還得以成立東亞共榮協會，表達自己的理想與有關國族認同的傾向。但是，從這個團體的興衰足以顯示，殖民統治體制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存在著永遠無法跨越的界線。要打破這個界線，惟有被殖民者獲得全面的解放才能實現。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終於能夠從日本殖民統治體制解放；但不幸的是，隨後卻又遭受另一個殖民統治體制之箝制，國族認同方面的困境不僅無法化解，甚至出現今日台灣社會所呈現的統獨問題。目前台灣的統獨問題界線已經很難再以省籍或世代來劃分，若要理解今日台灣人在國族認同上的糾葛現象，必須回到異族統治下歷史情境的原點。因此，重新釐清日治末期台灣人「國∕族」認同的分歧與轉折，應該是一項重要的奠基工作。認清歷史的發展脈絡，或許可以為大家在面對當代問題時，提供更好的借鏡或啟示。

（本文原以日文發表，原題與收錄專書名如下。「1930年代台湾知識人の苦悩――東亜共栄会から大亜細亜協会台中支部へ」，松浦正孝編著《昭和・アジア主義の実像――帝国日本と台湾・「南洋」・「南支那」》京都：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年12月，286-310頁。中文版內容與論旨，再參酌發表後之相關研究成果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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